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先生做客第四十九期法治政府论坛
法治政府论坛
第四十九期“社会转型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011年11月30日晚七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在学院路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办了法治政府论坛第四十九期。本次论坛特别邀请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先生为大家讲解社会转型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此次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马怀德教授和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共同主持，并有幸邀请到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教授担任评议嘉宾。论坛正式开始前，进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兼职教授聘任仪式，马怀德教授代表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校长向陈斯喜先生颁发了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的聘书，并共同合影留念，全场师生响起热烈的掌声。随后，在马怀德教授的主持下，本次主题论坛顺利展开。
“法治政府论坛”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精心打造的系列讲座，讲座定期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公法学者，为同学们带来学术盛宴，法治政府论坛虽然坐落于政法大学校园之中，却将大门敞开于学院路之上，我们欢迎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参与讨论，为我国的公法发展，为法治国家的早日实现献言献策。
讲座主要内容摘录
主持人王敬波教授：
各位同学，晚上好！欢迎大家光临法治政府论坛，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先生做客论坛。（掌声）其他两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一位是我们尊敬的马怀德老师，另一位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教授。
今天论坛的主讲嘉宾陈主任早年求学北大，随后进入全国人大工作，曾担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三十年的人大生涯中，陈主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经参加过多次选举法、港澳基本法的修改，立法法、国防法等十多部宪法性法律的制定，以及行政处罚法、监察法、赔偿法、复议法等十多部我们正在学习的行政法律的制定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曾经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还出版过《中国人身权的法律保护及其改革》、《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适用》等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陈主任的智慧和辛勤汗水一直闪现在中国的法治进程当中，为此，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校长向陈主任发出一个诚挚的要约，“兹聘请陈斯喜先生为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校长黄进，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现在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代表黄进校长颁发聘书。现在这个小小的仪式后，陈主任以后就具有三个称呼：第一是人大人；第二是北大人；第三是法大人，因为他来到了法大，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要责任。在此，请各位法大学子将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下面有请马校长主持。
主持人马怀德教授：
    尊敬的陈主任、焦教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晚我们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具有学术品位的专家型领导，那就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博士。在多年的行政立法论证研究过程中，他一直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我们邀请陈主任来法大讲学，他也欣然答应，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陈主任将和我们一起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相关问题，而今天，我也将黄进校长的聘书交给了陈主任，陈主任也成为了法大人，我们之间交流的机会会越来越多，对宪法与行政法学科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再次代表学校向陈主任接受我们的聘书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担任讲座评议人的是我们的焦教授，他和陈主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人大代表，他们最有资格、也最有水平来讲人大制度。今晚能恭听二位的主讲与评论对同学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在此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主任讲演。
主讲嘉宾陈斯喜先生：
今晚我很激动，很高兴来到法大与各位交流、请教，对法大聘我为教授深感荣幸却也受之有愧，因为我一直做着实务工作，在法学理论方面虽有兴趣，但依然研究不深、不够、不透，不过我很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和同学们一起进行研究、交流。
今晚我想就社会转型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主题和大家做一次漫谈。最近，我刚刚到了一些地方走了走，回来后有所感悟，先是斯里兰卡和缅甸，这两国经济不发达、社会处在转型中，但两国自然资源丰富、老百姓大多信奉佛教，精神上比较满足，这给我一些思考，究竟我们的社会转型将向何处。另外我又到了宝岛台湾，台湾经济发达，人民小康，政治上实现了转型，却有许多乱象，在台湾选举中，我有两点感受，一是，选举对社会造成的撕裂现象比较严重，蓝绿对立明显，相互之间不信任；二是，选举中有些不择手段的情况在发生，对马英九的质疑和支持两大对立观点众说纷纭。另外，台湾贿选活动相当多，大家之间心照不宣，法律的管制和查处往往被很多道无形的防火墙所阻拦。总的来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的方向如何把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今晚想和大家交流几个问题：
第一，社会转型与民主问题；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的苦难历程；
第三，人大制度的理想与追求；
第四，近十年来人大制度的发展；
第五，我们这代法律人的历史使命。
首先，我们要谈的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现代社会是随着工业化变化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形态，即文明社会。这种变化首先在西方取得成功，逐步扩展到全球，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与西方文明看齐与接轨的运动，在许多国家发生了很多争论，是否该转、怎样转？大家的共识是不应该完全照搬西化。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从政治角度讲，即从传统的集权专制向民主制度转变，各个国家转型的方式和过程都不同。
其次，回过头看我们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的社会转型是在西方炮舰下被迫开始的，并非主动为之，一百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不同阶段，最开始我们认识到需要学习西方先进工业，开展洋务运动，但后来，我们发现这并不能救国，我们还需从政治体制上改革，继而出现维新。不过随着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思潮抬头，最后发生了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王朝，但也未实现社会转型，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该如何进行又发生了分歧，革命方向与革命领导者的争论不休，最主要的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斗。国共两党都主张革命，但谁应该成为领导者，却有很大分歧，两者注定不可能长期合作。总的来说，共产党的胜利也没有完成及时的社会转型，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才真正走上理想的社会转型的轨道。为什么中国经历这么多的起起伏伏，到现在，我们依然不能说完全实现了社会转型，就这一点，我是有根据的。邓小平在南巡中提到，至少三十年我们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制度，那么既然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制度，我们自然不能说完成了社会转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时，吴邦国委员长也仅仅是说体系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为什么到现在还未实现？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严重冲突。西方个人自由主义首先把人看作是个体的人，它对世界的认识是从个人向外看的，要求外部世界的一切，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都要服务并有利于个人的自由发展，限制条件就是个人的自由发展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如有危害，则通过法律来加以制裁，这种外部强加的法律规则是每个人自由权利所让渡出来的，如果法律不符合自由发展的要求，人们有权收回他的自由权利，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西方法治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基础上的。西方的这套理论极大地激发了个人的创造性，促进了经济的辉煌发展，同时，它也把人性恶的方面充分调动出来，但在西方完备法律体系下，这种人性恶的方面会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而不至于过于泛滥。相反，我们的天下主义哲学，首先把人看做是社会的人，把社会性作为人的重要属性，它不是孤立来看人，人离开社会就不能称为人，和其它动物没有区别。只有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不同，从天下来看，人没有自由，与西方学说中人生而自由是不同的，个人与社会保持和谐，是很自然的天道。所以，按天下主义哲学，个人与他人之间并非契约关系，每个人都要按天道行事，统治者违背天道，其他人则有权替天行道，来进行革命。谁占领革命的高地，谁就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从天下看个人，个人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必须有所克制，但也并非完全压制个人的本性和欲望，依然强调率性而为，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过无不及的状态，对人进行教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自己的良知来认识自己的行为。这套哲学的好处在于克制人的恶的方面到最小限度，重视人的精神修养，轻视物质追求，这样的社会比较重人情，在情理法三者中，我们把情放在第一位；弊端在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对物质追求的淡薄导致对物质创造的消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进入近现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我们又不得不进行转型，这就必然遇到严重的抵制，比如祖宗之法不可废，另一方面，也有认为要主张学习西方和中体西用的观点。
第三点谈人大制度的理想与追求。人大制度是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它的组织原则有三，分别是：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集中制。其中，民主集中制是针对西方三权分立和封建集权专制所提出来的。人大制度要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实际上表现了精英、民众、法治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而祖先的传统也是坚持精英统治、共和思想。在帝制推翻后，精英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人们也认识到社会中要有一鼓力量发挥凝聚作用，这就是由精英阶层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以此来保证社会转型的和平进行，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我认为这就是人大制度的理想状态。
第四点我想讲讲近十年来人大制度的发展。六十多年来，以197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我想着重谈最近十年的发展，总的来说，它的运作越来越规范、透明，作用越来越大。但人大制度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理想状态，离宪法所赋予的责任还有一段距离，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人大制度的巨大进展，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立法活动更加开放、公开。现在人大所审议的法律草案全部都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布于众，在十届人大以前，并非是所有草案都能公布的，一些重要法律还要召开听证会、论证会。我们目前所审议的法律普遍是社会上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较十年前，立法公开有了极大的发展。
（二）预算监督更加细化、透明。现在全国人大审查预算、决算报告，内容比过去细化得多，所有的部门预算都要同时提交人大审议，包括人大常委会本身的预算。而这些很细化的材料都不再作为保密材料，部门预算都必须公布。
（三）经济、民生监督力度加大。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会选择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来听取相关部门的报告，开展的执法检查也是围绕经济、民生问题来进行。财经委每季度都要听取财政部、发改委的热点问题汇报。
（四）专题询问建成制度。这是从法律规定的咨询和询问中发展而成的，从本届人大开始，建立了专题询问制度，就专门一个问题提出专门询问，比如上次召开联组会议对保障房问题的专题询问。实际上的效果也非常好，通过询问能促进有关部门更加深入考虑相关的问题。
（五）代表作用得到明显加强。现在各部门对代表意见很重视，代表活动方式更丰富，并成制度化，例如代表视察制度。现在有关部门对代表提出的建议也比较重视，但不主张代表对具体个案的干预。而最高法和最高检也设立了代表联络办公室，专门处理相关问题。
第五点我想谈谈我们这代法律人的历史使命。主要任务有二：第一，努力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落实。比如，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在操作层面真正落到实处，关键问题不在于制度好坏，而在于如何落实！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努力去推动的。第二，推动现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形成。我们社会转型无法顺利完成，是因为西方和中方的理论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难免会水土不服。现在很多的做法使老百姓觉得远离现实生活，比如婚前财产问题，按西方观点，两人的结合就是一种契约关系；但中国对婚姻的认识则不同，两个人的结合就是融为一体，不分你我的，这种以终身相伴为前提的观念使老百姓对西方的做法接受不了。
那么，今晚我想汇报的就是这么一些粗浅的想法，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马怀德教授：
    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析，我听了之后深受启发。陈主任不仅有很强的历史观、很高的理论高度，而且他的讲演对现实问题的关照也十分精准。这些观点对我们来说很有收获。有三个问题我个人比较关心：一是西方与中国政治哲学的差别，即个人自由主义与天下主义的差别，那么天下主义与集体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是什么关系？是否与西方自由主义有相对应的关系？二是，中国人传统上物质追求淡薄，所以物质创造比较消极，但我现在看到中国人的物质追求甚至比西方人还要强，这种传统上的物质追求淡薄是否还存在？三是，中国人传统上率性而为，发乎情止乎礼，但我现在看到的西方人似乎更加率性，中国人反而不够率性，比如人大制度为何落实不了？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的言行不一，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这种两面性，非率性的举措是否是中国人独特的一面？我觉得这都需要分析。下面我们听听评议人焦教授的高见吧。
评议嘉宾焦洪昌教授点评:
谢谢马老师，我同意马老师对陈主任报告的评价，我也认为非常好。陈主任的身份和思考可能与学者是不同的，他有独特的思考中国问题的视角。有几个关键词反复出现对于我们的理解十分重要：第一，革命的问题。第二，东西方差异。第三，人大十年成绩的描述，对于谈到人大使命时，陈主任强调怎样落实人大制度和推动政治哲学创新，这可以看出陈主任的思考。这几点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来谈谈革命的问题，陈主任将革命作为一个正面的概念来理解，以往的先进们在谈到革命时，看法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的阿门特（听译）认为革命是“唯一使我们直接的不可避免的遭遇开始问题的政治事件”，也就是革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一个社会和政权的创世纪问题。按唐德刚（听译）先生的说法，中国几千年有三次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是从农业文明进入封建文明；第二次是从封建文明进入帝制文明；第三次是从帝制文明走向共和。三次大转型的使命都不一样，第一次类似一种邦联的政权，并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第二次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第三次则是接受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影响，是一个建构民主国家的过程，通过革命来形成一个政权的体制，由人民来掌握政权。中国这一百年革命的路如何走？大的方面，我们要从帝制皇权走向人民主权，由人民来创造新世纪，辛亥革命开辟了政治转型、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道路，但依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推动，革命可以通过暴力来推翻旧的政权，但如何建立新政权依然是一个重大的宪法问题。革命取得政权是一个事实，但凭什么就稳坐政权，这里有一个从事实转向规范的问题，事实是现实存在的，规范是价值的，事实不能直接推出价值，这时就必须有一个转换，即通过人民的出场、特定的宪政时刻完成这个问题。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构成我们新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我认为，三个代表更体现我们的政治哲学，因为它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执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二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类似英国，既要实现英王作为君主的统治，又要接受议会至上的领导，于是便出现了君主立宪制，使国王包含到议会中，解决了相关的法律问题，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体制上，比如党和人民的关系不能处理好，党的内部没有分权，不实行民主化，对一把手不能有效监督，那这种人大制度就是马老师说的设计好的制度却不能落实，这才是质的问题，也就是陈主任提到的如何落实人大制度的问题，这是提给我们当代人的，怎样推进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很实质的问题，我觉得陈主任作为人大官员看问题的角度会与我们不同，但学术讨论是可以的，因为人大制度必须要推进发展，包括选举问题，这都是大的问题。
限于时间，我就说这么多吧。
主持人马怀德教授：
谢谢焦教授的评论，针对焦教授的观点，我也谈几点认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是真正实现了转型，市场经济的大势、民营经济的兴起、市场规则的确立、中国加入WTO等等，但是，政治法律制度是否也要随着改革？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挑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即经济的变革会不会影响上层建筑的变革？我们的政治哲学创新方向是什么？人大制度固然是好，但能否真正落实？我们法律人为此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陈主任的本意，下面我们有请陈主任做部分回应吧。
主讲嘉宾陈斯喜先生：
谢谢马校长和焦教授对我发言的评论以及提出的问题。下面我做一些简短的回应。
首先，我个人认为，天下主义不同于集体主义。天下主义是从更高的角度看人类，是没有国家概念的，至少在秦始皇以前如此。后来国家概念强化了，中国人依然以天下主义看世界，那么，这与集体主体还是不同的。以天下主义来构建政治制度，革命是替天行道！
其次，现在中国人对物质追求比西方人更甚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将资本主义拿来以后，过于看重物质的东西，恰恰少了一种精神的寄托。
再次，西方人是否更加率性？这涉及对率性的理解，子曰：五十而耳顺，六十而知天命，七十而纵心所欲。也就是我们可以率性，但必须要在一个限度中停止下来，不能超越个人在社会里所应尽的责任限度之外。西方的率性不完全一样，更加直白，有话直说。中国人则比较注意分寸，这不是虚伪的问题。
最后，我不认为革命是个贬义词，也不完全是暴力，更不是随便何时就可革命。而对于经济的转变是否影响政治的转变，我想这是必然的。比如私营经济越发展，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会越来越强，反过来对社会政治体制会有影响。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需要向民主社会转型，但不赞成完全用西方民主理论来构建我们的民主，我还是更倾向找到一个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想切入点，以此来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
主持人马怀德教授：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在此打住，今晚陈主任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报告，让我们领略了专家型、学者型官员的风采，焦教授也做了非常精彩的评论，让我们再次感受了法大十大名师的魅力，所以，我在此提议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陈主任和焦教授的精彩发言。
那么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
以上是第四十九期法治政府论坛讲座主要内容摘录，根据现场录音和记录整理，主讲嘉宾和评议嘉宾的发言部分均未经本人审核。未经许可，谢绝转载！
（图/文：郭达）
